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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学科基础也是学科方法:

史学史学科地位解析* ①

向燕南

【提要】 作为对学科的反思，史学史在历史学的整个学科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史学史在历
史学中的地位，可以从三个方面解读: 第一，从教育部的学科设置上看，作为历史学统摄下的首个二

级学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体现了学科设置者对其在历史学中基础性地位的理解; 第二，从历史知识

( 认识) 论看，作为真实历史替代品的历史文本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中介，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一

切历史都具有史学史的性质; 第三，研究历史有必要事先对赖以认识客观事实的历史文本进行史学

史研究，这意味着史学史还是重要的研究方法。建立史学史学科的自觉有助于推进对历史的求真。
【关键词】 学科基础 历史知识( 认识) 史学史 方法

作为一门具有学科自我认识、自我反思性质的学科，史学史具有历史学的基础性地位。虽
然史学史被教育部规定为历史学科的必修课程，但在很多院校包括一些顶尖院校的历史教学

中，它并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一些大牌的专家教授，在诸如学科评议、职称评定乃至相
关的学位论文答辩时，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些许的不屑。个中原因，固然与相关成果不够深
入，明显带有程式化、教条化等不足有关，然究其根本，亦可能与史学界未能真正理解史学史的
学科价值有关。本文试从学科设置、历史知识( 认识) 论及方法三个方面，解读史学史在历史学
科中地位的问题。

一、从学科设置看一般观念中史学史学科的基础性地位

知识在簿录分类结构中的位置，也可看作是人们一般观念中对于知识层级秩序的理解。当然，
知识秩序的安排会受权力的影响，如传统文献中经史子集的顺序，传统史部目录下的正史、编年、别
史、杂史等，诸如此类，其背后都可以寻绎到权力的影子。这种情形在今天依然存在。像今天图书分
类中位列第一的 A类，它基本属于我国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
东等撰述的经典著作，以及对这些经典的解读著作。除了权力对知识统摄关系的影响外，知识系统
自身的统摄层级关系也是在知识关系理解下的对知识统属进行顺序排列的依据。例如，传统类书中
天、地、人的顺序安排等，也是决定知识簿录分类结构的基本因素。应该说，这种知识层级的统摄关
系，也是现代学科设置背后所体现的对于学科内在关系的一般理解。
关于知识系统主干与分支之间的统摄层级关系，在教育部的学科目录中，有着很鲜明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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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各个学科门类之下，皆设有若干一级学科，并在一级学科的基础上，再

设置若干二级学科。其中，一级学科的划分，是根据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知识体系和人才培
养等方面的需要; 其属性则表现为具有共同理论基础或研究领域相对一致的学科集合。至于二级学
科，则是根据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在一级学科内再进一步划分若干种既
相关又相对独立的学科、专业。这些相对独立的学科或专业，共同属于组成一级学科的基本单元。
这样，通过学科一二级关系的设置，人们也就对某一门类知识的每一学科总、分之间的统属关系，表
达了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解。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历史学及史学史在学科目录中的设置情形。
中国由国家发布的学科培养目录始于 1983 年。1983 年 3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

定公布、试行《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在这个草案中，我们看
到，历史学作为一级学科，其下属分列的第一个二级学科，就是“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此后，1990 年
10 月，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以 1983 年《学科专业目录》为基础的《授予博士、硕士学
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正式获得批准。1997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再
次联合发布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其中，高校本科教育学科专业
包括历史学等 12 大学科门类，72 个一级学科，249 个专业即二级学科。从上述国务院三次颁布的学
科专业目录看，历史学作为一级学科，其下统属的二级学科首列学科始终是“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这样的学科体系直到最近才发生变化。2011 年 2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并
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将“历史学”分为“考古学”“中国史”和“世界史”三个一级
学科，“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分列其下并大体上仍然保持首重地位。例如，“考古学”下的首个二
级学科是“考古学史和考古学理论”，“世界史”下的首个二级学科是“世界史学理论与世界史学史”;
只有一级学科“中国史”下的二级学科，将“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中的“史学史”前，冠上了“中国”属
性，称“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置于“历史地理学”和“历史文献学”之后。虽然如此，1983 年以来
国家多次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历史学与史学史的统属关系及其位置，不管是否出于自觉，仍然能

够反映历史学界对于自身学术体系认识的一般观念。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在历史学之下所处的位置，
充分体现了该学科在历史学中被视为基础性地位的认知。
除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外，学科、专业设置的具体名目也是值得注意的问

题。在历史学的二级学科中，作为学科理论的“史学理论”与作为学科发展史的“史学史”，是被作为
一个二级学科来设置的。尽管在 2011 年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历史学设考古学、中国史和世界史
三个一级学科，但在总的方面依然大体保持了旧的二级学科的分科精神，如世界史下属的二级学科

首列“世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考古学下属的二级学科首列“考古理论与考古学史”。而在其他学
科如文学学科中，作为学科理论的“文艺学”或“文艺理论”，与作为学科发展史的“古代文学”和“现
当代文学”等，则属于分立的不同的二级学科; 在法学学科中，其下属的二级学科“法学理论”与“法
律史”同样是两个分开的学科。总之，在各学科专业目录的设置中，可能只有历史学，是将学科理论
和学科发展的历史放在一起作为一个学科来设置。
为什么历史学科会这样设置? 应该说，这与历史学科的特殊性有关。按照现在一般的理解，

史学理论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的史学理论包含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两方面的内容，而狭义

的史学理论仅指史学理论。这种分别，在理论上，实际上是所谓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和批
判的历史哲学”相区分的翻版。这个分法，最初要追溯到英国哲学家沃尔什。当然，这样的划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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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争议。① 这里且不说任何历史理论本质上也是一定的史学理论支配下的产物，即在实际认识中，历
史和史学在很多情况下是相互纠缠、难以截然划分的;因为仅就史学史学科而言，其所探讨的内容，不外
是有关人们如何认识客观历史，以及人们在这认识的实践中如何认识这种认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因此，
可以说，史学史事实上是将对本体的认识、对主体的认识及对学科的认识三方面融汇在一起的反思。这样
的事实，既体现了史学史在学科中的基础性地位，也是史学理论、史学史统合为一个二级学科在知识构成
上的依据。即，这一个二级学科的背后，既是知识( 认识) 论层面上人们对这两个学科之关系的理解，也是
史学史学科与整个历史学之关系有别于其他学科中学科理论和学科史之关系的体现。当然，若要更深入
地认识这中间涉及的种种问题，还需要我们从历史知识( 认识) 论的层面详加讨论和说明。

二、从知识论的层面理解史学史学科的基础性

要想真正认识史学史学科对于历史学学科的基础性，或真正理解历史学学科设置背后的理论依

据，就有必要循着康德“认识何以可能”的追问，简单梳理一下历史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
作为现代的一个常识，作为“经验”的而非“超验”的存在，历史本体之“在”②无疑属于客观性的

“定在”，也就是有规定性的存在，即“在者”。但是，历史本体之“在”的规定性( 事物的规定性同时也是
事物的限定性) ，使之与其他经验之“在”，存在明显的不同。即，时间的一度性规定了历史本体之“在”，
虽为经验的、确实存在的客观，却无法直观地获得。也就是说，客观的历史从存在论讲是一个存在的悖
论，即“不存在”的存在。尽管可能会有像“弹洞前村壁”之类的遗迹传递着曾经有事发生的信息，但是
事件的完整经过及缘起，则无论如何也无法在时空中再现。当然我们可以说，从连续性来讲，作为曾经
的存在，不在场的过去始终规定着后面的来者;但是，就认识来说，我们怎么认识、辨识、触摸这已经消逝
在时空中不再存在的客体呢? 或者说，作为认知主体的“我”( 历史研究者) ，如何超越“主体自身”，去确
切地直观把握那个( 消逝于时空中的) “客体”呢? 抑或说，“我”怎么知道“我”所获得的关于历史的知
识是确切的、可信的、毋庸置疑的呢? 对于历史的认识者来说，这的确是个令人“讨厌”的问题。于
是，这个问题也就自然指向了有关历史的知识( 认识) 论这个如何理解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关系的

问题。而这个问题，也可说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历史认识上的体现。只是，相较于其他具体的物
理性的“在者”，如何认识历史之“在”的问题，更加令人困惑而已。
关于思维与存在，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思考对后人影响巨大。康德一反古典哲学的提问方式，不再

追问认识( 知识) 的客观性，而是反过来追问人的“认识( 知识) 何以可能”的问题。他认为，不首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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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按，沃尔什的相关论述主要在《历史哲学———导论》第一章第二节中。按照沃尔什所说，他这样区分，是参考了自然哲学和科学
哲学。其中所谓“自然哲学”，“所关心的是研究自然时间的实际过程，着眼于构造一种宇宙论或者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明自然
界”。所谓“科学哲学”，“其任务则是对科学思维的过程进行反思、检查科学家们所使用基本概念以及这类的问题”。对于历史
哲学这样的划分，虽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在实际上应该说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因为与自然界和科学相比较，历史学具有的
主体性更为突出，即历史学是主体自觉不自觉地依从某种理论、从其现实立场前溯式叙述的产物，所谓“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是从
他自己的观点在‘观看’过去的”。也就是说，在历史学中，“是”和“应该”问题是很难分开的。所谓对历史自身的认识与对历史
学的认识，或者说所谓历史理论与所谓史学理论，两者在事实上往往是紧密纠缠为一体，“历史真实性与政治的和道德的价值实
际上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很难彻底明晰地划分出此疆彼界。唯因如此，对于这样的划分，不仅学术界一直有所争议，即
使是沃尔什本人，也认为“它们并不总是以严格的准确性在使用着”。参见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这里使用的“本体”，乃中文意义的“本体”，即指事物的原样或自身，而非哲学意义的“本体”( be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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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的能力和性质而径直着手去认识世界的本质，是完全不可能的。即，“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为无
效”。康德的追问最终导致了哲学认识论( 知识论) 的转向，人们开始对认识什么、如何认识以及认识何
以可能等问题倾注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为了解决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对立，寻求认识中主客体
二者的统一，人们开始从不同的路径展开探求。其中，现象学将认识主体的意向性( Intentionality) 及其
反思作为连接主体与客体的中介;哲学语言学者从语言的本质出发，将语言视为联结主、客体的中介; 卡
尔·马克思则对旧唯物论与唯心论固执于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所造成的认识上的截然对
立，提出尖锐的批评。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
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
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
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①正是在扬
弃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局限，在坚持外部客观世界对人的思维的“优先地位”的唯物主义基本原
则的前提下，马克思完成了以人的实践为中介联结主、客观世界的认识论的“实践转向”。
马克思的认识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历史知识( 认识) 论，克服学界一些老派学人对于唯物主义的误解，进

而认识史学史学科的特点及其价值是有帮助的。事实上，针对“历史是什么”的追问，也正是在认识论转向
之后，才被作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提出。因为在这个触及历史知识( 认识) 根本性质的问题上，在整个古典
时期，尽管一些零星论述曾经提出过某些模糊的猜测，但就学术整体来说，要到 19世纪末知识( 认识) 论拓
及历史学领域以后，人们才认真地思考历史认识如何可能，以及历史认识的特点和局限的问题。
经过历史知识( 认识) 论转向的洗礼之后，人们对历史这个“在者”，作为认识对象所具有的不在场

性而无法理性直观的特质，逐渐有了清楚的认识，即对于完全意义上的客观的历史本体，人类无论如何

不能直观获得。这在决定历史学知识形态之本质特征的同时，决定了史学在获取历史知识( 认识) 的实
践当中，马克思所谓“人在与世界关系中之能动因素”，较之其他“在者”的知识获取，占据更为关键的地
位。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所获得的历史知识( 认识) ，几乎无一不是经过主体在完成对材料的理解
和解释性选择之后形成的“一家之言”，即我们知道的历史，是被主体叙述并赋义之后才形成的有意义
的、文本化了的历史。这也就是所谓的“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按照解释哲学的观点，我们
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实际上是包含了前人对历史理解和解释成分的“效果历史”( Effective history) ，是客
观历史及主体对其理解的统一体。也就是说，在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和解释中，主体的“偏见”不仅是不可避
免的存在，也是后人赖以对客观历史进行理解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从知识( 认识) 论和方法论层面重新
思考、定位文本的历史，或经过主体理解的历史与历史本体之关系的问题，便很自然地凸显了出来。
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柯林武德正是从历史知识( 认识) 及其表现的层面，提出了“一切历史同时也

是史学史”的命题。② 从其相关论述看，这一命题实质上也从属于柯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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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99 页。
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 柯林武德的历史思想》( 第三辑) ，大象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 页。关于柯林武德所谓“一切历史都
是史学史”的相关论述，分别见于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出版的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柯林武德著《历史的观念》( 其中有关
论述见于该译本对 1986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增补的“历史哲学讲稿”及“历史哲学纲要”部分) ; 大象出版社 2004 年出版的
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 柯林武德的历史思想》( 第三辑) “历史哲学”之三“历史哲学纲要”; 以及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出版的《柯林武德自传》的第十一章。国内对此的相关论述，有学林出版社 2013 出版的张小忠著《思想的力量: 柯林武德
历史哲学研究》第二章第一节“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 王利红、王丰收《试论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史学理论研
究》2016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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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或者说是他的整个历史哲学的一体两面。但是，若从如何获得历史知识的事实上看，柯林武德认
为，作为历史主观反思意义的史学史，应该较之直观的客观历史，更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这样一来，在
具体的史学实践中，研究对象的观念性与对它认识的现实性之间，也就形成了巨大的张力。
应该说，柯林武德的相关论述，对于我们理解史学史的学科意义具有直接的理论启发。历史研

獉獉獉
究的实践也告诉我们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 我们只能通过史学才能认识历史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这也是史学史在历史认识上较之直观的历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史更具有逻辑优先性的体现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因为我们得到的有关过去的历史信息，并不是完完全全的镜像反映出
的直观的历史之真，而是史学家有选择地传达给我们的信息。例如，司马迁《史记》所预设的问题是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荀悦《汉纪》所预设的问题是“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
能”，司马光《资治通鉴》所预设的问题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杜佑《通典》所预设的问题是“征
诸人事，将施有政”……当然，就事实而言，一切遗存下来的文本，甚至包括当事者回溯性的复述，也
同样存在特定语境和情感影响下对于事实的选择性组织的问题。正所谓“研究任何历史问题不能不
研究其次级的( second-order) 历史。所谓次级的历史是指对该问题进行历史思想的历史”，即史学史
的问题。①

我们不想对柯林武德所谓“一切历史同时也是史学史”与其“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两命题之间
的关系进行辨析，也不想执着于主客二分的反映论的立场批判柯林武德“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只
想从现代历史知识( 认识) 论的立场，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立场，强调这样的事实: 人们只能通过史学

来认识历史。因为作为经验后设性的存在，历史的书写只能间接地通过前人的文字及文物孑遗等，
假以史家的思想推理和想象、赋义才能“完型”。这也就是说，对于后世来说，根本不存在主观与客
观、观念性与现实性完全对立意义上的历史知识( 认识) 。而历史知识( 认识) 的这一特点，也就决定
了对于历史的“求真”，必须在存在论和认识论的统一中思考。简单地说，“史学本身就包含着矛盾:
史学就其内容而言是客观的，就其表述而言是主观的; 史书的首要要求是如实，是符合客观历史，而

要达到这个要求的条件却在于史学家的治史能力和限度”。② 这也就意味着，在探求历史本体之真
前，我们首先要研究史学史，即有关客观历史之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真
獉
”是怎样因史学而呈现的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这样一来，对于历史的
研究，就不仅仅要研究前人提供给我们的结果，更要研究这些结果产生的过程，即我们看到的结果是

怎样产生的。因为从史学工作的性质及特点看，我们所看到的，作为解读历史的文本，不过是一个结
果。那么，文本形成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 或文本是在怎样的情形中形成的? 作为对历史本体反思
的史学史，其在史学中的基础性地位，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史学史的学科价值，具体来说，就是要求历史研究者在追问历史事实之前追问一下: 这些史实产

生于怎样的语境? 又是怎样流传至今的? 这些史实经过史家哪些筛选后进入他的叙事之中? 为什

么作出这样的筛选? 这些史实的筛选和安排服从哪些叙事策略? 背后有哪些政治、意识形态等权力
因素，以及史家自我情感等现实因素的影响? 而自己又是怎样认识和理解这些过去的事实的? 也就

是说，历史研究者在与历史进行对话之前，即在关心客观的历史是什么之前，有必要追问我们得到的

信息为什么是这样。只有将史学史的追问，即历史知识( 认识) 的追问，置于对历史本体论的追问之
前，我们才能保证所得到的历史本体的认识更接近于历史之真。由此，史学史学科在具体的历史研
究中，就不仅仅是对学科历史的反思，而且也具有了历史学的研究实践赖以展开的基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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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第 124 页。
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9 页。



是学科基础也是学科方法: 史学史学科地位解析

三、从史学实践看史学史研究的方法意义

上述历史知识( 认识) 论的分析表明，任何一个历史研究者，其所面临的研究对象，不过是客观历

史的文本替代物，而不是真实的历史，犹如画家的写生或画像，其所呈现给观众的作品，不过是画家

对世界理解下的符码编辑产物。事实上，在历史认识中，人们也总是通过文字符码将其对于历史世
界的经验转化成对客观历史世界的表现。也就是说，人们赖以认识历史的，实际上是历史文本的作
者以其经验及其理解所转达的信息符码。这就是史学史学科之于历史学的基础性。
有如绘画，这些据以表达画家思想的信息符码，可以是印象派，可以是表现派，也可以是抽象派。

同理，史家在文本中采取什么方式组织这些信息符码，同样取决于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和理解，而这

些又无不受着史家自身及其时代的制约。诚如钱钟书所言:“不论一个时代或一个人，过去的形象经
常适应现在的情况而被加工改造。历史的过程里，过去支配了现在，而历史的写作里，现在支配着过
去; 史书和回忆录等随时应变而改头换面，有不少好范例。”①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总是解释者的历
史; 任何历史文本的背后总有史家及其社会的影子。历史文本的这种历史性，也就是史学史的学科
价值与意义之所在。“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胡适这句常被批评的名言也可以这样来理
解: 尽管客观历史这个“小姑娘”不会变，但是她会被人穿上不同的服饰，梳上不同的发型，而呈现出
不同的形象。如此一来，讨论客观历史之前，就有必要先以史学史的方式同情地理解历史文本符码
背后的史家及其是如何编码的。剥去那个“小姑娘”的种种外饰，才能显现出“小姑娘”的本真面目。
一句话: 只有经过了史学史反思的历史，才是更接近事实之真的历史。这也正是史学史对于历史学
来说具有的方法上的意义。
其实，古代中国早就注意到史家对于史学的影响。例如，中国古代史家推崇的史学最高境界是

“信史”。而所谓“信”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 “信，诚也，从人、言。”对此，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
注》的解释是:“言必由衷之意。”②也就是说，历史的真实性，是要以传达历史事实的主体的品质，即
史家的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为保证的。《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
以论其世也”中的所谓“知人论世”的认识，同样是强调理解文本作者对于理解文本的重要性。这在
事实上也间接地反映出，古人亦意识到，文本与历史真实之间并不完全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古代一
些史学批评的论著，如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刘知幾《史通》及章学诚《文史通义》等，都有从历史
文本撰述者的心态、品格及社会影响等方面讨论历史文本这样的内容。其他一些学者也留下很多有
价值的论述。例如宋代的叶适即指出:“载事必有书法，有书法必有是非。”③所反映的正是历史的书
写中作者的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之间的纠结。明代的王世贞所谓“国史人恣而善蔽真”“野史人臆
而善失真”“家史人腴而善溢真”的“三史”之说，指出的同样是不同作者对于历史书写的影响问题。④

如果说中国古代史家的理论还不足以清楚说明史学史研究对于历史研究实践的重要性的话，那

么，如果再看看现代一些史学大家的学术实践，就会对史学史学科在历史研究实践中的方法价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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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钱钟书:《模糊的铜镜》，摘引自姜德明主编《七月寒雪: 随笔卷》，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83 页。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92 页。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第 9《春秋》，中华书局 1977 年整理本，第 117 页。
参见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 20《史乘考误一》，魏连科点校，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3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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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言及现代史学史中成就最突出的史家，王国维外又有史学“二陈”即陈垣
先生和陈寅恪先生，这可以说是没有人不同意的公论。两位陈先生之所以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一
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文献史料注意本着“知人论世”原则进行史学史的分析。
先以陈垣老为例。陈垣老在研究实践中十分注意对文本的史学史理解。他不仅自己重视目录之

学( 史学史的一种形式) ，而且“金针度人”，从 20世纪 20 年代后期开始，持续在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
学和辅仁大学等高校开设“中国史学名著评论”和“史源学”等史学史性质的课程。在当时所写的“中国
史学名著评论”的教学札记中，陈垣老明确地注明该课程的目的，是要告知学生了解历史文本自身的重
要性。其中，所需了解的要点是:“每一书到手，须先观其: 出于何时，地位; 出于何人，性情、道德、学问，
各各不同。又须观其为官书，抑为私书。官书患其慑于势力，多所忌讳; 私书患其惑于感情，多所恩
怨。”①20 世纪 30 年代，陈垣老在新的课程中又一次详细地说明，该课“取历代史学名著，说明著者之
生平，本书之体例，以及史料来源、编纂方法，板本异同等等，俾学者读书、引书时得一明了向导”。②

20 世纪 40 年代，当陈垣老再开此课之时，其课程说明除了依旧强调“取史学上有名之著作”，“每书
举作者之略历，史料之来源，编纂之体制，板本之异同”，又增加了有关“后人对此书之批评等等”; 而
其目的，依然是要以这些史学史的介绍，作为“学者读史之先导”。③ 唯因注意到历史文本的历史性，
陈垣老除了对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史事”进行讨论外，亦注意对该书中有关“史法”即历
史编纂方法的讨论。
当然，陈垣老学术实践中的史学史意识，也有一个随着对史学认识不断深入而增强的过程。被

认为是陈垣老“所有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通鉴胡注表微》，④之所以被陈垣老自称“学识的记
里碑”，⑤个中原因，就是陈垣老这部撰述于抗战时期的史著，以自觉的史学史意识，对胡三省隐藏在
《通鉴音注》注文中的思想和情怀进行细腻的发覆和表微。书中，陈垣老指出:“不谙身之身世，不能
读身之书也。”⑥“不谙身之当时背景，不知其何所指也。”⑦该书二十篇，前十篇讲史法，后十篇讲史
事。其中，无论是言史法还是言史事，其旨都是在分析胡三省《通鉴音注》的“说什么”和“怎么说”，
完全属于史学史的问题。经过陈垣老的发覆，不仅使沉埋于历史中的胡三省事迹昭揭于世，而且使
胡三省的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得到更为准确的解读。
与陈垣老的史学史意识相类，但在方法上更具自觉性的，是陈寅恪先生。其中最具方法论价值

的，是先生区分“今典”和“古典”，进而形成对历史文本作者“了解之同情”的方法。这两点亦皆属于
史学史认识的范畴。
陈寅恪先生论及“今典”和“古典”的问题，最早是在他 1939 年发表的《读哀江南赋》一文中。陈

寅恪先生在文中说:“自来解释《哀江南赋》者，虽于古典极多诠说，时事亦有所征引。然关于子山作
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止限于诠说古典，举其词语之所从出，而于当日之实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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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中国史学名著评论》，陈智超编，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61 页。
《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程说明》，第 1 页。
《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程说明》，第 1 页。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80 页。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93 页。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第 528 页。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第 5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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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犹有未能引证者。”①此后，陈寅恪先生亦常常提及“古典”与“今典”的问题。
例如他晚年“为示方法例”撰述的《柳如是别传》，即多处提及以“今典”发覆史事的方法。在首章“缘
起”中，陈寅恪先生即着意指出:“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
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②其中古、今典之间，在陈寅恪先生看
来，“古典”易解，因为“解释词句，征引故实，必有时代限断”，于检索中可得; 而于“今典”，其义则相
对难以显明，“盖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③ 也就是说，要理解“今典”，就必须将文本
置于文本产生的语境之中，切身体会文本作者当时所经历的历史，以及作者因之而持据的特定的立

场与情感，方能同情地体会文本的意蕴。因而，作为历史的研究者，需要“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
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④通过对作品中古典、今典的双重释证，才能达到对文本的通解。也
就是说，当依据历史上的文本材料说明历史事实时，有必要先行明了文本作者所欲说或所不欲说的

原因及语境，即我们欲研究客观的历史，必须先行对所引文本进行史学史的分析，进而才能据以推求

历史的本真。史学史的研究于此也就彰显出了它的方法论的意义。
现代史学史中，史学“二陈”之外，钱穆先生也是位有着明确史学史意识的大家。与史学“二陈”

不同，钱穆先生常常针对历史知识( 认识) 的问题发表他的见解; 而他的史学史意识，也正是建立在他

有关历史知识( 认识) 论的认识之上的。因此，分析钱穆先生历史研究中的史学史意识，就有必要扼
要介绍一下他的知识( 认识) 论的基本观点。
钱穆先生的历史知识( 认识) 论，概括有三点: 第一，按照佛教“能所不二”的理论，提出“知是所

知、能知相接而成”的知识( 认识) 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他的主客相统一的历史知识( 认识) 论。
即，在承认历史客观性的基础上同时指出，历史文本实质上是主体情感和价值判断介入而再现的结

果。他说:“世界上绝无有纯客观的历史。因我们决不能把过去史实全部记载下来，不能不经过主观
的观察和了解而去写历史”; “故从来的历史，必然得寓褒贬，别是非，绝不能做得所谓纯客观的记
载”。⑤ 第二，在主客统一的历史知识( 认识) 论的基础上，强调历史的生命性，即认为历史是融过去、
现在和未来为一体的文化生命，指出“研究历史者，实即研究此一有宽度之现在事件也”。第三，在上
述两点的基础上，强调历史研究的当代性或时代性、民族性。钱穆先生曾说:“研究历史，应该‘从现
时代中找问题’，应该‘在过去时代中找答案’，这是历史研究两要点。历史的记载，好像是一成不
变，而历史知识，却常常随时代而变。”⑥

上述认识表明，在钱穆先生看来，历史文本中，作者的情感等主体因素的介入是具有合理性和必

然性的; 因此，对于研究中所使用的文本史料的理解，也必须要具备对其历史的考量，就是阅读文本

“当懂得上窥古人用心，”⑦“透过吟咏古人文章，逐步进入古人的心境的，理解古人的心灵与境界”，⑧

才有可能达到对于文本更准确更真切的解读。如此一来，钱穆先生对于历史文本而理解的态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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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09 页。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缘起》，《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20 页。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 2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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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历史精神》，香港 1964 年增附本三版，第 2 页。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学生书局 1984 年版，第 314 页。
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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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与陈寅恪先生所谓的“今典”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了。在具体历史的研究中，钱穆先生也是这样带
着史学史的意识去认识和使用文本材料的。例如他的《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就是通过明代不同
时代文本材料的分析，探究其“时代内蕴心情”的作品。
应该看到，目前除了一些年龄较大的史学工作者仍受马克思所批评的“旧唯物论”影响，表示对

建立在主客体融通的认识论下的新的历史理论难以接受，视之为“唯心主义”外，大多数从事历史研
究的学者，已逐渐意识到历史中主体因素的影响，史学史在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的意义也逐渐获得

一些学者的认同。这里且不说作为研究起点的学术史回顾本身就具有的史学史属性，仅就近来出现
的一些成果看，在后现代主义文本分析理论的影响下，原本被研究者视作客观的历史记载背后之具

体语境的影响，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并形成了一股使用“史料批判”探讨历史问题的方
法热潮。这里所谓“史料批判”，究其实质，无疑是建立在新的历史知识( 认识) 论基础上的、属于史
学史的方法范畴。这些通过历史文本的史学史考察的成果，将历史文本置于文本产生的语境之中加
以理解，显然增加了历史追问的深度和对历史事实认识的厚度，使历史研究更接近历史之真———尽
管一些学者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作的这一层追问实质上就是史学史的工作。因此我认为，假
若每一位史学工作者，都明了我们只有通过史学才能认识历史和理解历史的事实，在反思历史之前，

自觉地先建立一个对于史学反思的自觉。( 当然还要建立对自我的反思，因为我们作为认识主体，其
自身也同样具有历史性、局限性。) 这种研究的程序方法，也就是 E. H. 卡尔在其《历史是什么?》所说
的:“在研究历史之前，要研究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学家之前，要研究历史学家的历史环境与社
会环境。历史学家是个体，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 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学会从这一双重的
角度来看待历史学家。”①我想，这些史学史方法自觉的建立，庶几对于史学的求真实践，肯定会有不
小的推进。

( 作者向燕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邮编: 100875)
( 责任编辑:廉 敏)

( 责任校对:张舰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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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for its brilliant view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how Otto of Freising reframed the entire history of mankind with two historical lines，the City of
God and the City of earth，and then brought the sense of process back to the universal chronicles. Otto of
Freising reflected the unitary world chronology of western Christendom from the temporal perspective.
Spatially，he further elaborated on the theory of tranlatio imperii. He attempted to search for origins of the
investiture controversy through history. He was not intended to invent new theories，but to objectively
rescue the deconstructed sense of time for Clio since The City of God by Augustine. The Two Cities is an
example indicating how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was in need of a more complicated narrative on past and
history in the high middle ages，and furthered the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historiography.

The Achievements and Dilemmas in the Writing of World History and Global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Academia / / Xu Shanwei

The writing of world history and global history in line with global view of history has started since
World War II，and gradually reached prosperity after the 1990s. The article selects four representative and
influential textbooks for a brief analysis，pointing out the unique aspects of their theories and methods，
such as the historical view transcending national and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in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the theory of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the method of historical comparison，etc. However，there remain
som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writing world history and global history，of which the most prominent one
is the overemphasis on the role of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resulting in a lack of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civilization within various civilizational systems and its impact. That leads to the imbala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and the root of this problem is also caused by Western scholars’deviation
in the adop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ies.

Both as Foundation and Method———An Analysis of the Ｒole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History
Discipline / / Xiang Yannan

As a reflective discipline，historiography play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Yet its significance，as a matter of fact，is often not valued by some historians. One may appreciate the role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theory is a secondary discipline under history within the disciplinary setting regula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which is a recognition of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historiography in history. Secondly，
from 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 epistemology) ，future generations can only know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through historiography. Objective history cannot be repeated，and historical text as a substitute for
real history serves as the intermediary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of knowledge. Therefore，to a
certain degree，all history has the nature of historiography，which is also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oundational role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history discipline. Thirdly，due to the specificity of historical
knowledge，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historiography in order to establish an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text o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 based. Consequently，historiography is not only a reflec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discipline but also a significant research method. To establish a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iography will further the pursuit of truth.

World Perspectives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uanmu Zheng as a Historian / / Huang Xiaoyu

Professor Duanmu Zheng is a famous Chinese legal scholar and historian. After his return from
France，he followed the order and switched to teaching world history during the restructuring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He then became a pioneer who lectured on courses on“modern world history”in China.
Although he was mistakenly classified as a“Ｒightist”in the political campaigns，he did not give up on
translating classical works and writing academic textbooks on world history. These effort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hinese discipline of world history. In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era，Duanmu Zheng has devoted
himself to establishing the Chinese Society of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and cultivated a scholarly team of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To celebrate his one-hundredth birthday，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trace Prof.
Duanmu Zheng’s scholarly path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iography，and conclude his contributions to
World History Studies and French History Studies in China.

061


